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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政府于 2020 年年底实现消除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现象，但是相对贫困
问题依然会存在。建档立卡贫困户群体，尽管绝大部分实现了脱贫，其脱贫质量却不尽相
同，甚至会有较大的差别。从相对贫困视角出发，以社会中间群体的收入标准为参照，对六
个国家级贫困县 2018 年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官方数据进行分段抽样，并以三个维度、九个具
体指标作为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脱贫质量与贫困户自我发

展能力有很大的关联，家庭未成年人口比例越高、人均文化程度越低以及人均耕地面积越少
的建档立卡户脱贫质量相对较低。今后的巩固脱贫成果和相对贫困治理工作应该进一步强
化扶贫对象的能力和资产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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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精准扶贫工作取得伟大成就，到 2020 年年底顺利实现了现行
标准下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精准脱贫这一目标。绝对贫困问题被完全消除，但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成为新的重要议题，毫无疑问，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脱贫质量的高低有密切关

联。本文旨在从相对贫困的视角来审视当前脱贫攻坚的质量，进而探讨建档立卡户自我
发展能力和脱贫质量的关系。理论上讲，质量好的脱贫即是贫困户能够走上自我发展的
道路。本文关注建档立卡户自我发展能力中的相关影响因素以及它们对脱贫质量产生
的影响; 以此为基础，有关政府部门才能根据建档立卡户的不同脱贫质量采取不同措施

精准应对、提升建档立卡户的脱贫质量。本研究还可以为建档立卡户进一步发展摆脱相
对贫困提供可借鉴的理论基础。
由于大面积的脱贫是近一两年的新现象，目前直接对脱贫质量影响因素展开的研究

成果数量不多。目前对于贫困影响因素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别: 一是致贫影响因
素; 二是脱贫质量影响因素; 三是返贫影响因素。这三者之间存在许多重合的部分，贫困
户最初的致贫因素很可能会对其脱贫的进程和效果产生较大的影响，甚至最终导致其返

贫。本文所关注的脱贫质量影响因素和致贫因素之间的差别，主要在于这两种因素对建
档立卡户影响的阶段不同; 这两种因素可能高度相似，也可能不同，需要通过研究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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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本文在研究设计上也对这两种因素进行了较多的参考。另外，目前仅有的对于脱贫
影响因素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概念，在将这些概念进行操作化的过程中往往加入了许多在

实际反贫困工作中不容易测量的变量，其缺点在于研究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所得出的结

论难以对实践提供有效的指导。
本文以选择的六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建档立卡户为总体对象进行研究，研究的变量、

自变量均来自官方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数据库，从建档立卡户的家庭人口特征、人力资源
情况和农业生产情况三个与自我发展能力有关的维度对脱贫质量进行系统分析，探究自

我发展能力对脱贫质量的影响。基于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和进一步巩固扶贫成果的目
标，现阶段的扶贫工作，一方面需要更加注重脱贫质量较低的群体，另一方面则是需要研

究影响其脱贫质量的各种因素，以采取更有针对性、更有效率的扶贫措施。

一、概念界定与研究假设

( 一) 关于脱贫质量与自我发展能力的概念

随着脱贫攻坚的逐步完成，国内学者开始对脱贫质量的概念进行一些专门的研究。
郑长德对于脱贫质量进行了较为清楚的界定，认为脱贫质量就是满足脱贫的要求，具有

综合性、动态性和阶梯型等特征［1］。高质量脱贫或者稳定脱贫就是高水平、高标准满足
脱贫的要求。檀学文综合习近平重要论述和国内外实践，将脱贫质量定义为脱贫真实性
及可持续性状况［2］。国内学者目前对脱贫质量已经有了一些定义和内涵界定，但是如何
对脱贫质量进行操作化度量仍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刘司可的研
究发现，家庭收入是衡量是否具有贫困户资格和应享受何种程度扶持的主要标尺［3］。侯
军岐等的研究使用了家庭收入、教育、生活水平、资产等五个维度的信息来测量脱贫质
量［4］。伍艳在对此进行测度时则使用了金融资本等方面的信息［5］。王汉杰等的研究则
是从农户的生活质量、发展质量、公共服务质量三个维度构建深度贫困地区农户的脱贫
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来对脱贫质量进行测度［6］。绝对贫困的贫困线一般关联的是基本需
求，相对贫困主要是考虑与中间人群的对比。综合以上学者的不同做法和数据基础，本
文采取了以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主要标尺的办法( 即相对贫困视角)

来度量不同县和不同贫困户的脱贫质量。
关于自我发展能力，阿马蒂亚·森的能力贫困理论认为贫困是基本可行能力的绝对

剥夺，意味着贫困人口缺少正常生活所具备的可行能力，所以影响一个人生活水平的因

素不在于物品，而在于利用这些物品的能力。多数学者认为自我发展能力不足是影响贫
困户脱贫的根源所在。梅兰认为解决贫困人口发展问题的关键在于提升其自我发展能
力［7］。杨科也认为提升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是反贫困的核心和关键［8］。自我发展
能力强调依靠发展主体自身力量来实现“输血式”向“造血式”的转变，但是在强调发展
主体自身基础和造血功能的同时，也不排除外力的推动作用，即结合自身情况利用外部

资源的能力。因此，在贫困问题的研究上，自我发展能力可以理解为除了外界所提供的
帮助之外的、贫困户自身可以拥有的发展能力。沈茂英在论述农村贫困人口发展问题
时，提出自我发展能力是一个人依靠自身劳动技能、知识等的积累，使发展主体的能力实
现实质性的提升［9］，主要强调自我发展能力的内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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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中国关于基于贫困线的绝对贫困的界定、现有的研究和本文研究的基础条件，
本文主要通过收入水平来界定建档立卡户的脱贫质量。在中国的脱贫战略下，脱贫是以
户为单位的脱贫，本文所说的自我发展能力主要指的也是家庭的自我发展能力。对于建
档立卡户自我发展能力和脱贫质量的研究有助于探究在国家扶贫政策和资源逐步退出

( 有些文献称之为“毕业路径”［10］) 的情况下，建档立卡户在提高脱贫质量方面的能力如
何以及影响该能力的因素有哪些。
( 二) 研究假设

本文最主要的研究问题就是建档立卡户的脱贫质量以及脱贫质量与自我发展能力之

间的关系( 即自我发展能力对建档立卡户的脱贫质量是否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为了更
加具体地测量自我发展能力，需要对此概念进行分解和可操作化处理。
本文首先探寻自我发展能力范畴内的自变量，即此范畴内可能对脱贫质量产生影响

的各类因素，研究建档立卡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和脱贫质量，即是从脱贫主体的角度来研

究各因素对脱贫质量产生的影响。在脱贫主体层面，一些学者较为关注贫困户个体特
征，例如刘亚楠对影响陕西省白水县的贫困户脱贫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残疾人数、在
校生数量和突发灾害对贫困户脱贫起阻碍作用，残疾人数量与劳动力情况是影响贫困户

脱贫的首要因素［11］。王强在研究贫困群体脱贫内生动力及其影响因素时也使用了家庭
劳动者人数、受高中教育以上人数和土地面积等与扶贫客体相关的影响因素［12］。本文参
考了上述研究成果并据此提出一部分假设，继而选取相关的影响因素作为本文的自

变量。
中国绝对贫困界定的基本标准是通过人均收入表现的贫困线而定的，脱贫人口的收

入必须超过贫困线。但本文不是以贫困线为基准，而是采用通常界定相对贫困时使用的
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基准，它的核心含义是建档立卡户与社会中间群

体的差距。理解建档立卡户的收入增减需要对他们的家庭年收入进行解构，目前建档立
卡户的收入来源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生产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资产
性收入。农户生计系统的基本理论是本文变量选择的基础。生计系统的基本理论指出，
农户生计产出首先源于包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在内的
生计资本［13］。从中国农村生计系统结构来说: ( 1) 转移性收入基本来源于扶贫政策下的
政策补贴，不属于生计资本，但获得补贴的条件与农户的家庭人口生理特征有密切关联;

( 2) 建档立卡户的资产性收入主要和土地挂钩，一部分家庭会通过流转出租土地的方式
来获得资金收入，这与农户的物质和自然资本有关; ( 3) 工资性收入的多少则主要受家庭
人口的多少、年龄、性别等人力资本因素影响; ( 4 ) 家庭生产经营性收入既与诸如土地等
农业生产资源禀赋的物质和自然资本相关，也与人力资本因素相关，合作社经营收入状

况则是农户社会资本的体现。关于脱贫质量影响因素的选择，本文结合上述农村生计的
实际情况和现有研究，从以下三个方面选取自变量: 家庭人口特征、家庭人力资源情况和
农业生产情况。这三个方面反映了当前中国小农户生计结构的基本状况。同时，本文也
将从这三个方面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

1．家庭人口特征维度。建档立卡户家庭的人口特征对其人力资本情况有一定的关
联，进而对其脱贫质量有一定的影响。在家庭人口特征方面，建档立卡家庭老年人和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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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受制于自身能力、文化程度、教育支出负担和健康状态等因素，对家庭收入贡献较
少。奚晓军等学者通过对不同年龄段的家庭贫困脆弱性进行动态比较，发现高龄家庭的
贫困脆弱性下降速度慢于年龄较低的家庭，而贫困脆弱性越高的群体脱贫质量往往越

低［14］。此外，王金营、杨茜等通过 Ordinal 回归分析，研究发现家庭规模对贫困地区农村
老年人家庭的贫困—富裕度有显著影响［15］。未成年人口方面，未成年人口在教育上的支
出对于建档立卡户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支出，特别是高等教育，这导致了部分“因学致贫”
现象的产生。杨在军发现高学费与高消费及家庭经济脆弱性是“因学致贫”的主要原因，
而建档立卡户家庭中的未成年人口越多意味着这方面支出将越多，继而将增大其经济负

担，导致其脱贫质量不高［16］。总体而言，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比例高的建档立卡户的
脱贫质量往往较为不理想。此外，家庭人数较多的建档立卡户，其增量主要在于老年人
和未成年人。因此，本文提出了以下假设:

H1a 建档立卡户家庭老年人口比例越高，其脱贫质量越低。
H1b 建档立卡户家庭未成年人口比例越高，其脱贫质量越低。
H1c 建档立卡户家庭人数越多，其脱贫质量越低。
从性别的视角来看待建档立卡户的脱贫质量，男性和女性因其在家庭中的角色定位

和分工不同，在收入的贡献方面会存在一定的差别。不少研究着眼于此进行了分析，学
者们认为女性在人力资本方面投入不足的现实和劳动力市场性别收入不平等的现象使

其面临更高的贫困风险［17—18］。事实上，家庭成员并非是社会资源均等的联合体，尤其是
农村妇女在社会资源获取上处于劣势地位，加上传统的性别不平等观念，极有可能在以

户为单位的扶贫政策中忽视不同性别的扶贫权益与需求［19］，从而导致女性为主的家庭脱

贫质量较低。相反，李聪等学者从性别差异视角研究发现，易地搬迁政策在女性为主体
的家庭中表现出更为积极的减贫效果，而在男性为主体的家庭中提高了男户的短期贫困

脆弱性［20］。但综合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多数学者还是认为男性在家庭脱贫方面的贡献
略高于女性。吴海涛等学者指出，我国精准扶贫实践与理论研究缺乏性别视角，需要融
入性别视角重新理解不同性别的贫困［21］。众学者在理论上都认同性别贫困问题的特殊
性，但局限在定性研究方面，定量研究较为缺乏。此外，现有研究通常以个体为单位研究
女性贫困状态或进行贫困的性别差异比较，以家庭为单位研究性别差异造成建档立卡户

脱贫质量不同的影响因素尚且不足。基于上述文献回顾，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d 建档立卡户家庭男性人口比例越低，其脱贫质量越低。
2．人力资源情况维度。人力资本表现为蕴含于人身的各种知识、劳动技能和健康素

质的存量总和，对家庭收入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同时也是消除“发展性贫困”的关键举
措［22］。舒尔茨在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人力资本学说，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社会发
展的源泉，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超过物质资本投资收益率［23］。该学说对助力农户脱贫具
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19］。只通过物质资本推动脱贫并非最佳手段，劳动力、教育水
平和健康状况等资本存量在影响脱贫质量中起更大的作用。相反，残疾人和失能人等社
会弱势群体，因其所拥有的个人资源和社会资源不足，难以进入主流社会而导致家庭致

贫和脱贫质量低。根据上述研究及相关理论，本文认为人力资源开发作为精准扶贫的一
个重要节点，是贫困区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内生动力之一，能够提升建档立卡户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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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造血能力”，有助于实现高质量脱贫。因此，本文试图以建档立卡户为研究对象，探究
人力资源情况层面的因素对其脱贫质量的影响。具体而言，将人力资源情况维度划分为
家庭人均文化程度、无劳动力人口比例和健康人口比例三个具体测量指标，假设家庭人
均文化程度越低、无劳动力人数比例越高和健康人口比例越低，越不利于改善其贫困情
况，即脱贫质量越低，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2a 建档立卡户家庭人均文化程度越低，其脱贫质量越低。
H2b 建档立卡户家庭无劳动力人口比例越高，其脱贫质量越低。
H2c 建档立卡户家庭健康人口比例越低，其脱贫质量越低。
3．农业生产情况维度。此维度主要揭示和解释耕地面积大小对建档立卡户脱贫质量

产生的影响。农业生产情况是农民经营性收入的主要来源，而耕地则是农民也是建档立
卡户最重要的物质和自然生计资本。多数建档立卡户的主要收入都来自于农业，而耕地
是农业用地中最主要的土地类型，建档立卡户拥有的耕地面积越多意味着每年能生产的

农产品数量的上限越高，建档立卡户也能由此获得更多的收入。即便他们没有亲自下地
耕作，也可以将耕地的使用权转租给其他人以获取收入。徐鹏等的研究也发现，农民家
庭耕地面积小这一因素制约着农户生计水平的提升［24］。贫困人口受制于匮乏的生计资
本，其自我发展能力较弱，两者相互强化形成“马太效应”，最终导致贫困人口陷入收入不
足的“贫困陷阱”［25］。此外，可持续生计框架也说明生计资本的缺失与不足可能导致农
户陷入深度贫困，从而制约贫困户脱贫，导致其脱贫质量不高。总的来说，目前学术界对
土地与建档立卡户脱贫质量关系的研究数量不多，也没能从定量的角度很好地解释这两

者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a 建档立卡户人均耕地面积越少，其脱贫质量越低。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农业生产方面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能够发挥为农民提供技术指

导、帮助农民寻找农产品销售渠道等作用，从而帮助部分农民增收，也能够反映建档立卡
户融入产业链、价值链的情况。有学者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是贫困户或者低收入农民
等弱势群体联合成立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其制度和安排具有显著的益贫性特征，是精准

扶贫和精准脱贫的理想载体［26］，也被视为反贫困最有效的经济组织［24］。对于从事农业
生产的建档立卡户而言，农民专业合作社也能够在脱贫方面提供一定的帮助。柏振忠等
学者也认为，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利于激发贫困户的内源动力，提升其自我发展能力，

实现持续增收［27］。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益贫功能，对此国内学者基本已经形成共识。目
前虽然已有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农民专业合作社与精准扶贫的关系，并进行了相关研究，

但大多数均为逻辑推理，缺乏实证研究。因此，本文针对建档立卡户加入农民专业合作
社是否会影响其脱贫质量进行量化研究，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b 与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相比，没有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档立卡户脱贫
质量较低。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设定

( 一) 数据来源与抽样方法

本文的数据来自于国家扶贫办建档立卡数据系统，其中包含六个国家级贫困县 2018
·63·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2 期



年建档立卡户的数据。选取的六个贫困县分别为贵州省 XＲ 县、安徽省 YX 县、云南省
ZK 县、江西省 SC 县、宁夏回族自治区 YC 县以及内蒙古自治区 AH 县。这六个县中有两
个县属于西北地区、两个县属于西南地区、两个县属于中部地区，在地理分布上具有一定
的代表性。六个县中前五个县分别于 2017 年、2018 年通过脱贫验收，后一个县于 2019
年脱贫。六个县的基本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2018 年各县农村贫困基本情况

农村基线

人口 /人

扶贫建档立

卡人数 /人

扶贫建档立

卡户数 /户

贫困

发生率 /%

剩余贫困

人口 /人
贵州 XＲ 县 490 909 94 984 22 791 1．65 8 100
安徽 YX 县 364 068 108 963 32 343 0．59 2 148
江西 SC 县 536 925 85 807 23 143 0．956 5 133
内蒙古 AH 县 538 914 60 123 25 854 2．21 11 910
宁夏 YC 县 139 608 32 870 11 193 0．51 712
云南 ZK 县 134 615 38 072 9 606 1．04 1 400
合计 2 205 039 420 819 124 930 － 29 403

本文采取了分段抽样的方法，在第一阶段进行了立意抽样，如前文所述，所选取的六

个县的点状分布在中国具有脱贫攻坚任务的中西部地区，具有一定的地域代表性。由于
本文所关注的是家庭层面的情况，而原始数据所提供的信息都是个人层面的，因此在第

二阶段抽样之前，我们对这些原始数据进行计算，得出了家庭层面的信息。而在第二个
阶段，本文采取分层抽样的方法，以县分层，每个县抽取建档立卡户总数的 5%为样本( 此
处具体采用等距抽样的方法，每个县所抽出的样本情况如表 2 所示) 进行统计分析。在
进行模型研究时，将这六个子样本进行合并，并剔除含有缺失值和无效值的四个样本之

后，最终得到有效样本 6 243 个。
( 二) 因变量( 脱贫质量) 的设置及其统计描述

为了能够进一步通过定量的方式对脱贫质量这一因变量进行研究，本文对该因变量

进行了离散变量等级赋值。目前，关于建档立卡户的收入分档分类，国家在工作层面进
行了一些安排，主要用于对存在致贫 /返贫风险的边缘人口和脱贫人群进行监控，采取了
比贫困线更高的标准( 稳定脱贫标准，人均纯收入 5 000 元左右) 。国家扶贫办《关于建
立防止返贫监测预警和帮扶机制的指导意见》中指出，要重点监测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
国家扶贫标准 1．5 倍左右的家庭［28］。具体到地方，做法也略有不同，比如忻州市扶贫办
在《关于建立防止返贫致贫监测预警和帮扶机制的实施意见》中指出监测对象以家庭为
单位，主要监测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 5 000 元的脱贫不稳定户和边缘易致贫户［29］。这些
标准基本都在 5 000 元左右，低于这些标准的建档立卡户也普遍被认为脱贫质量较低，并
不足以保证稳定脱贫［30］。总之，上述这些官方的标准都是参照绝对贫困线来设置的，从
技术上讲属于绝对贫困的讨论范畴。
脱贫质量的赋值也应考虑采用类似相对贫困标准( 即以社会中间群体或人群中位数

为参照) 的界定方法，考虑中国脱贫攻坚的全国农村的范围特点，本文认为以全国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参考依据更加合理，于是本文以 2018 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中位数( 14 617 元) 为标准，以此为参照将所抽取的 6 243 个建档立卡户样本
户根据其家庭人均年收入进行分组: 将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该标准的 40% ( 即 5 86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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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体与各地监测存在致贫风险的边缘人群和存在返贫风险的脱贫人群的 5 000—
6 000元不等的标准相吻合) 的群体定义为脱贫质量较低的户( 由于贫困县脱贫摘帽的标
准是贫困发生率西部地区 3%以下、中部地区 2%以下，因此五个脱贫县的建档立卡户中
也含极少数未脱贫户) ; 将家庭人均年收入高于该标准的 60% ( 即 8 802．6 元) 的群体定
义为脱贫质量较高的户( 脱贫稳定户) ; 介于两者之间的定义为脱贫不稳定户( 或者存在

相对贫困风险的户) ，分别赋值为 1、2 和 3，1 代表脱贫质量低，3 代表脱贫质量高，2 代表
脱贫质量中等，具体的描述性统计情况如表 2 所示。

表 2 脱贫质量描述性统计

总数 脱贫质量 数量 比例 /% 均值 标准差

贵州 XＲ 县 1 140 1 263 23．07 2．21 0．791

2 380 33．33

3 497 43．60

安徽 YX 县 1 614 1 135 8．36 2．57 0．642

2 423 26．21

3 1 056 65．43

江西 SC 县 1 156 1 310 26．82 2．00 0．733

2 535 46．28

3 311 26．90

内蒙古 AH 县 1 293 1 647 50．04 1．68 0．762

2 411 31．79

3 235 18．17

宁夏 YC 县 560 1 13 2．32 2．77 0．471

2 101 18．04

3 446 79．64

云南 ZK 县 480 1 115 23．96 2．21 0．803

2 151 31．46

3 214 44．58

合计 6 243 1 1 483 23．75 2．20 0．799

2 2 001 32．05

3 2 759 44．20

如表 2 所示，若以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 40%为标准，经过脱贫攻
坚战，六个县不仅消除绝对贫困，而且建档立卡户中约有 76．24%的户摆脱了相对贫困，
约有 44．20%的户实现了稳定脱贫，但也注意到建档立卡户中相对贫困户还占约23．75%。
当然，表 2 也同时体现了相对贫困户 /人口数量对不同标准的敏感性，如以较高标准的全
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60%计算，建档立卡户中相对贫困发生率就会达到约
55．80%。研究也发现，以全国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作为参照，六个县脱贫
质量的表现很不均衡，相互的表现差距较大( 见表 2) ，个别县脱贫质量的平均水平就是 2
甚至以下。同时，这里也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关于相对贫困参照单元的问题: 中国作
为一个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国家，若以全国为参照单元制定一个标准，各地的差异会非

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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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自变量的设置及其描述性统计

基于本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需要，从建档立卡户的数据中选取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包

含三个维度共九个自变量来分解和解释自我发展能力，同时也便于对自我发展能力进行

测量，具体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情况如表 3 所示。
表 3 自变量描述性统计

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家庭基本特征 男性人口比例 连续变量 0．56 0．243 0 1
老年人口比例 连续变量 0．29 0．370 0 1
未成年人口比例 连续变量 0．14 0．193 0 1
家庭人数 连续变量 3．40 1．694 1 16

人力资源情况 人均文化程度 连续变量 1．43 0．663 0 4
无劳动力人口比例 连续变量 0．41 0．340 0 1
健康人口比例 连续变量 0．70 0．355 0 1

农业生产情况 人均耕地面积 连续变量 3．44 5．495 0 1
是否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 是 = 1; 否 = 0 0．55 0．497 0 1

如表 3 所示，家庭人口特征维度中，男性人口比例均值为 0．56，即在建档立卡户家庭
中，男性人数多于女性人数; 老年人口比例均值为 0．29，未成年人口比例均值为 0．14 ; 家
庭人数均值为 3．4，即建档立卡户家庭人数平均 3 至 4 个人。人力资源情况的三个指标
中，家庭人均文化程度均值为 1．43，即建档立卡户家庭人均文化水平在小学与初中之间，
家庭人均文化水平较低; 无劳动力比例均值为 0．41，即建档立卡户家庭平均有接近一半
的人为丧失劳动力者; 健康人口比例均值为 0．7，即建档立卡户家庭有七成的人健康状况
良好。农业生产情况的两个指标中，家庭人均耕地面积 3．44 亩，约有 55%的建档立卡户
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

三、模型构建与实证结果

( 一) 模型构建与检验

以脱贫质量，即家庭人均年收入为因变量，以脱贫质量影响因素 x1，x2，…，x9 为自变
量构建关于建档立卡户脱贫质量的多元回归模型:

y = a0 +∑
9

i= 1
aixi+e ( 1)

其中，a0为常数项，aixi( i = 1，2，…，9) ，ai为偏回归系数，e为随机误差项
［31］。

由于本文所使用的因变量为有序变量，所以使用有序回归分析会更加贴近实际情

况，但由于平行性检验不通过，只能采用无序多分类回归分析。在模型拟合度上，如表 4
所示，模型的－2 倍对数似然值为 11 759．99，最终模型和初始模型相比，－2 倍对数似然值
从 12 822．48 下降到 11 759．99，似然比卡方检验值为 1 062．49，对应的 Sig．值为 0．000，小
于 0．01，在 1%统计水平下显著，因此，可以认为模型总体显著。本文还对自变量进行了
多重共线性检验( 见表 5) ，容忍度( Tolerance) 小于 0．1 或方差膨胀因子( VIF) 大于 10，则
表示有共线性存在。由表 5 可知，本文所选取的所有自变量容忍度均大于0．1，且 VIF 均
小于 10，因此本例不存在共线性，满足无序多分类的回归分析的条件。具体分析结果如
表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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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模型拟合信息

模型 －2 对数似然 卡方 自由度 显著性

仅截距 12 822．476
最终 11 759．988 1 062．487 18 ．000

表 5 共线性检验结果( 因变量: 脱贫质量)

模型
共线性统计

容差 VIF
男性人口比例 0．910 1．099
老年人口比例 0．396 2．523
未成年人口比例 0．493 2．028
人均耕地面积 0．871 1．148
家庭人数 0．533 1．876
人均文化程度 0．646 1．547
健康人口比例 0．532 1．880
无劳动力人数比例 0．478 2．091
是否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 0．801 1．248

( 二) 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 SPSS25．0 统计软件对自变量和因变量进行无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并对
回归系数进行显著性检验，得到计量模型结果( 见表 6 ) 。从该结果可以得出，建档立卡
户的脱贫质量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本文因变量定义的数值越高，表示其脱贫质量越
高，模型Ⅰ和模型Ⅱ以模型Ⅲ为参照组的结果，可以用于分析两种相对较低的脱贫质量
和高脱贫质量受哪些因素影响; 而模型Ⅱ以模型Ⅰ为参照组的结果，可以用于分析两种
较低的脱贫质量要如何才能得到一定的改善，从而达到高质量脱贫。
首先，无劳动力比例越高，其脱贫质量越低。其次，人均文化程度越低，其脱贫质量

越低。最后，人均耕地面积越少，其脱贫质量越低。无劳动力比例、人均文化程度和人均
耕地面积在三个模型中的结果都是显著的，说明这三个影响因素对整个脱贫过程都具有

巨大的影响。家庭劳动力的多少和人均文化程度的高低直接地影响着建档立卡户的收
入水平，而人均耕地面积越多，则意味着更多的产出或者收入。这三个变量的回归分析
结果完全符合上文所提出的假设。
未成年人比例较大的建档立卡户脱贫质量较低。未成年人比例仅在模型Ⅰ和模型Ⅱ

的结果中显著，这说明未成年人比例较高的建档立卡户的脱贫质量较差; 但对于两种脱

贫质量较低的建档立卡户来说，未成年人比例的提高不会进一步降低其脱贫质量，总的

来说，即未成年人比例较高的建档立卡户较难实现稳定脱贫。本文认为，未成年人比例
较高的建档立卡户脱贫质量较低的主要原因有两点: 一是未成年人还未能对家庭的收入

作出多少贡献; 二是在未成年人养育和教育等方面的支出是家庭的一项较大的经济负

担。该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也基本符合上文所提出的假设。
家庭人数较多或老年人口比例高的建档立卡户脱贫质量适中。家庭人数和老年人口

比例仅在模型Ⅱ和模型Ⅲ的结果中显示显著，这说明家庭人数和老年人口比例对脱贫质
量的影响具有特殊性，具体表现为家庭人数多的建档立卡户和老年人口比例高的建档立

卡户的脱贫质量更倾向于处于脱贫质量中等这一中间情况，即家庭人数多的建档立卡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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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老年人口比例高的建档立卡户更容易脱贫、摆脱边缘易致贫的情况，并进入不稳定脱
贫状态。这两个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并不完全符合上文所提出的假设，本文认为其原因
在于，家庭人数较多的建档立卡户，其增量主要是未成年人和老年人口，他们对于家庭收

入能有一定的贡献，但是在教育和医疗方面需要更多的支出，这导致整个家庭难以进一

步提升脱贫质量、实现稳定脱贫。
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够提高脱贫质量，但是对于不同建档立卡户起到的作用不

同。是否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仅在模型Ⅰ和模型Ⅲ的结果中显著，这说明加入农民专业
合作社有利于改善建档立卡户的脱贫质量，但是其能起到的作用存在不确定性。该变量
的回归分析结果并不完全符合上文提出的假设。具体而言，即对于脱贫质量低的建档立
卡户来说，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够提高其脱贫质量，使其脱贫质量达到中或者高的情

况，但是对于脱贫质量中的建档立卡户来说，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不能够显著地提高其

脱贫质量，使其脱贫质量达到高的情况。本文认为，其原因可能在于脱贫质量低的建档
立卡户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对不同的建档立卡户产生的正向作用

大小不一。
表 6 建档立卡户脱贫质量影响因素的无序多分类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名称
模型 I 模型Ⅱ 模型Ⅲ

B Wald OＲ 值 B Wald OＲ 值 B Wald OＲ 值

截距 －0．725 11．247 － －0．404 4．332 － 0．321 2．213 －

男性人口比例 －0．161 1．158 0．852 －0．132 0．903 0．876 0．029 0．041 1．029

无劳动力比例 1．928＊＊＊ 161．891 6．874 1．607＊＊＊ 66．978 2．907 －0．86＊＊＊ 31．055 0．423

健康人口比例 －0．132 0．974 0．876 －0．187 2．441 0．829 －0．055 0．169 0．947

未成年人口比例 1．239＊＊＊ 23．869 3．452 1．212＊＊＊ 28．717 3．360 －0．027 0．011 0．973

人均文化程度 －0．48＊＊＊ 52．316 0．617 －0．32＊＊＊ 28．899 0．729 0．167＊＊ 6．037 1．182

人均耕地面积 －0．08＊＊＊ 63．635 0．927 －0．04＊＊＊ 33．826 0．958 0．033＊＊＊ 11．034 1．034

家庭人数 －0．020 0．497 0．980 0．043* 3．071 1．044 0．063＊＊ 5．154 1．065

老年人口比例 －0．078 0．275 0．925 0．544＊＊＊ 16．769 1．722 0．622＊＊＊ 17．00 1．862

是否加入合作社( 否 = 0) 0．670＊＊＊ 73．418 1．954 0．056 0．646 1．058 －0．61＊＊＊ 59．815 0．541

－2 倍对数似然值 12 822．476

卡方检验值 11 759．988

Sig． 0．000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统计水平上显著。

( 三)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分析结果的稳健性，考虑到地区差异和不同性别户主对建档立卡户

自我发展能力的影响，本文将数据按照地区( 分为北部和南部、东部和西部) 以及户主性
别的不同放入模型中分别进行分样本回归。同时，将因变量理解为标度变量，改用了线
性回归模型，以此考察建档立卡户自我发展能力对其脱贫质量影响的差异并检验表 6 回
归结果的可靠性。结果显示，人均文化程度、无劳动力比例、人均耕地面积和是否加入农
民专业合作社对建档立卡户脱贫质量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回归系数的方向与前文基本

保持一致。总而言之，通过分样本回归，发现自我发展能力对建档立卡户脱贫质量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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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方向及显著程度依旧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表明本文实证结果稳健①。此外，本文的研究
仅是对此的初步探索，更为细致的关系和影响机制有待后续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四、结论与建议

( 一) 结论

脱贫攻坚成功解决了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问题，但不同地区、同一地区内不同建
档立卡户的脱贫质量是不尽相同的。本文参考一般的界定相对贫困的做法来定义脱贫
质量( 低于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 40%为脱贫质量较低，高于 60%为脱
贫质量较高) ，发现经过脱贫攻坚的努力，不仅绝大多数贫困人口摆脱了绝对贫困，而且

建档立卡户中约有 44．2%的户实现了高质量脱贫，也摆脱了相对贫困; 尽管各县都实现
了绝对贫困意义上的脱贫( 贫困发生率在 3%以下) ，但以本文所使用相对贫困的标准衡
量，2018 年建档立卡户中约有 23．75%的户脱贫质量较低，仍处于相对贫困; 建档立卡户
中约有 55．8%的户属于脱贫不稳定户( 或者存在相对贫困风险的户) ，存在继续巩固脱贫
成果的客观需求。因此，在 2020 年解决绝对贫困之后，巩固脱贫攻坚的任务和解决相对
贫困的任务仍然较重。
本研究同时发现六个县的建档立卡户脱贫质量差异较大，其中建档立卡户的家庭人

口结构、人力资源和土地资产水平与脱贫质量有明显的关联，家庭未成年人口比例越高、
人均文化程度越低以及人均耕地面积越少的建档立卡户，其脱贫质量相对越低。这些发
现揭示了脱贫质量不高的根本障碍因素; 这些因素在较短时间内难以实质性改变，只能

通过政府的帮助，通过一些替代性的措施克服上述障碍因素的影响。所以，未来的长期
的提升脱贫质量的工作，要致力于降低儿童抚育和教育成本、提升劳动者的能力、加强建
档立卡户的资产建设和结构优化。
( 二) 几点建议

1．今后的巩固脱贫成果工作的开展应根据建档立卡户脱贫质量的实际情况精准施
策。对于不同脱贫质量的建档立卡户应进行一定的区别对待，以脱贫质量低的建档立卡
户为优先，将更多的扶贫资金和扶贫资源倾斜于脱贫质量低的建档立卡户，因为其是当

前反贫困工作的“硬骨头”; 对于脱贫质量中等的建档立卡户也应有所重视，力争使他们
能够更上层楼，彻底摆脱贫困; 同时，要发挥好脱贫质量较高的家庭的示范带动作用。只
有这样才能更有针对性地使用扶贫资源和实现高质量脱贫，更加高效且更有保障地打赢

全面脱贫攻坚战。
2．今后的巩固脱贫成果工作应继续采取精准方略，注重对建档立卡户进行分类扶持。

对于残疾人、病患和部分丧失劳动力的老年人等脱贫质量低的建档立卡户，应做好社会
保障兜底工作，通过低保、社保、医保、救助等政策性兜底来实现脱贫，同时，考虑逐步提
高这些补助的标准以保障脱贫质量。对于具备劳动能力的脱贫质量低的建档立卡户，除
了物质支持外，应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包括加强教育、在职
培训以及提高健康水平，从而增强该群体的自我发展能力，实现高质量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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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长期的相对贫困治理应当更加注重通过减轻建档立卡户在儿童养育和教育方面的
负担，从而强化他们的人力资本建设。本文结论显示，未成年人比例越高的建档立卡户，
脱贫质量越低，主要原因在于未成年人获取收入的能力较差; 未成年人越多意味着在养

育和教育等方面上的负担越重，因学致贫和因学返贫的建档立卡户数量不在少数。此
外，本文研究结果还显示，人均文化程度越高的家庭，其脱贫质量越高。因此，从长期的
相对贫困治理角度来看，政府需要在儿童养育和教育方面投入更多的资源，减少建档立

卡户和低收入阶层在这一领域的支出，进而提升其子女的受教育水平，真正解决贫困的

代际传递问题，长效地提高扶贫效果和巩固扶贫成果。
4．今后的巩固脱贫成果工作应注重改善建档立卡户的农业生产资产和条件，加强其

多样化的资产建设和积累。通过土地平整与改造增加有效耕地面积，将建档立卡户无法
耕作的农田与农业产业结合并流转至农业企业当中，以此促进建档立卡户增产增收，实

现高质量脱贫。另外，应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尤其要认识到农民专业合作社对
于实现建档立卡户提高脱贫质量的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而驻村工作
队要提高合作社对于建档立卡户的吸收能力，积极引导建档立卡户加入农民专业合作

社，让每个建档立卡户都有一个可依托的组织。在土地等生产资源存在瓶颈约束的情况
下，需要拓展就业机会，加强劳动保护，增加贫困人口的工资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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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cal and Tax Support and Village and Township Bank Performance: “Development View”or“Depend-
ence View”—Evidence from the Panel Data of 1 177 Village and Township Banks in China

( HE Guangwen，LI Qian)
Abstract: Evalua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government's fiscal and tax support of Village and Township Banks ( VTBs) on

their performance is not only a major issue concerning whether government economic interventions are effective and accurate in relieving
the market failure but also a core issue in the achieving VTBs' social and financial goals． Based on the unbalanced panel data of 1，177
VTBs from 2015 to 2018，the impact of fiscal and tax support of government on promoting the social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VTBs
is examined using a two－way fixed effect model． The study finds that tax preference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while fiscal subsi-
dies even have significant negative influence on growth of VTB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tax preference on the outreach and profitability of
VTBs is gradually weakened with the increase of operation time． Due to their dependence on supporting tax and fiscal policies，the
self－sustainability of VTBs has not been effectively improved． This verifies the“dependence view”on fiscal and tax support．

Key words: fiscal and tax support; Village and Township Banks ( VTBs) ; social performance; financial performance; de-
pendence view

Diversified Planting and the Formation and Governance of Ｒural Ｒelative Poverty
( WU Benjian，LUO Ling，DENG Lei)

Abstract: Finding out the causes of relative poverty and the strategies for its mitigation is the focu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fter
2020． Firstly，the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diversified planting on rural relative poverty is analyzed on the theoretical level and the
research hypothesis is put forward． Secondly，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btained with systematic sampling，the research hypothesis is
further demonstrated with quantile regression． As the results show，diversified planting will lead to the loss of scale economy and，if sci-
entific and reasonable operation is lacking，cannot effectively play the role of risk management，which will lead to the reduction of
farmers' income． Its role in reducing the income of high－income farmers is greater than that in reducing the income of low－income farm-
ers，so it can alleviate rural relative poverty to a certain extent but cannot serve as an effective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Further anal-
ysis shows that moderate－scale oper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of risk management means can restrain the effect of diversified planting on
income reduction． Therefore，in relative poverty governance，the development of moderate－scale operation should be promoted in rural
areas; on the other hand，the rural financial market should be improved and the farmers' risk management means should be further di-
versified．

Key words: diversified planting; scale economy; risk management; relative poverty

The Quality of Poverty Elimination and Self－development Ability of Poor Househol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Ｒelative Poverty: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Based on the Data of Six State － level Poverty － stricken
Counties ( ZUO Ting，LI Zefeng，LIN Qiuxiang)
Abstrac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d already eliminated absolute poverty by the end of 2020 under the current standard，but

the quality of poverty elimination differs greatly among the on－file poor househol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ative poverty and with
reference to the income standards of intermediate social groups，a sectional sampling of the official data of poor households in six state
－level poverty－stricken counties in 2018 is conducted and nine specific indicators of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poverty elimination are an-
alyzed as the factors in the quality． The quality of poverty elimin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elf －development ability of the poor
households． The higher the proportion of minors，the lower the education level per capita and the less arable land per capita，the lower
the qualit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Efforts should be made in the future to strengthen the individual and social capacity and asset building
of the target group for self－development．

Key words: relative poverty; quality of poverty elimination;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self－development ability

Ascribed or Self－induced: An Empirical Study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among Ur-
ban Floating Population—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 ( 2010—2014)

( ZHANG Qiang，LI Mingyuan)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rket－oriented economic reforms and ur-

banization，the rural surplus population has continued to flow into cities for 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 On the one hand，they get
higher economic income than in the countryside; on the other，some of them are prone to poverty due to institutional exclusion and de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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